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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的相关问题探讨

黄璐琦  李慧（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陈京荔      （北京市宣武中医院          北京  100700）

我国幅员辽阔，纵跨热带、温带和寒温带，地质、地貌格局复杂多变，物种多样，极其丰富，植物种类约占世界总数的11%。据全国大规模中药资源普查表明，我国中药资源已达12772种，其中药用植物11118种，药用动物1547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日趋进步，人们对健康状况的关注程度提高，医疗、保健等用药需求量猛增；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新药开发投入经费的不断增加，研究难度的逐渐加大，使从野生药用植物中发现和寻找新化合物，新结构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加大了中药资源的压力。加之，长期以来，对开发利用中药资源的认识不足，一些地区不同程度上对中药资源进行了掠夺式的过度采收（捕猎），目前，很多中药资源蕴含量下降，甚至耗竭，一些种类濒临灭绝，因此，对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现状和保护入手，结合国际保护公约和协议的介绍，探讨我国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的对策。
1.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现状和保护
上述种种原因使得一些药用种类出现衰退甚至濒临灭绝，有些种类的优良种质正面临消失和解体。药用动物如黑熊、马鹿、林麝、大（小）灵猫、中国林蛙、蛤蚧、玳瑁等40个种类的资源显著减少，已影响了近30种动物药材的市场供应；药用植物如甘草、光果甘草、羌活、单叶蔓荆、黄皮树、银柴胡、肉苁蓉、三叶半夏、新疆阿魏和紫草等100多种资源量普遍下降，影响60多个药材品种的医疗用药。黑长臂猿、原麝、海南坡鹿等近20种动物和见血封喉、峨嵋野莲、八角莲、凹叶厚朴、杜仲、小勾儿茶、野山参、黑节草等30多种植物，因野生资源稀少，以致无法提供商品或只能提供少量商品；高鼻羚羊（又称赛加羚羊）、印度犀、野马和厦门文昌鱼等4种野生动物资源几近绝迹〖1〗。为此，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保护濒危野生药用植物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1984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1987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单”，198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主持编写《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一书于1989年在国内出版（现以《中国植物红皮书》正式在国际上发行），共收保护物种388种，药用物种约102种，其中属于常用中药约33种〖2〗。黑龙江省、内蒙古和新疆自治区还制定了地方性中药资源保护法规。在“八五”、“九五”期间，“濒危动物药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被列为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通过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研制和寻找出不少代用品，如人工麝香、人工牛黄、人工犀角（正在攻关），三羊角代替羚羊角，水牛角代替犀角等，研究牛骨、猪骨、狗骨代替虎骨等〖3〗；在药用植物保护方面，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就地保护，截至1993年全国有自然保护区700多个，占国土面积的6.8%。这些自然保护区保护了大量药用植物物种，如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受到保护的药用植物有900多种，峨眉山国家公园受保护的药用植物有1655种。各地还建立了一些药用生物保护，如黑龙江省先后建立了五味子、防风、龙胆、桔梗、黄柏、黄芩、马兜铃等药材的36个保护区；广西的龙虎山、苗儿山保护区；云南的药山、海子坪保护区等，为保护各地的特产及野生药材做出贡献〖4〗。同时，积极开展野生变家种的研究。目前，我国家种的大宗药用植物就有150多种，种植面积达44多万亩，据初步统计，由野生变为家种的药用植物不下60种，主要有防风、龙胆、柴胡、甘草、辽细辛、五味子、半夏、山茱萸、何首乌、天麻等，引种国外药用植物约30余种，主要有颠茄、丁香、毛花洋地黄、安息香、大风子等。总之，通过积极创造条件，多方面努力发展我国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事业，为我国传统中医药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2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的相关国际公约及协议
目前有关动植物保护的国际公约或协议不少，世界各国也有相关法令，并且有的行之有效，为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做出了贡献。现简要介绍一些对我国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有影响的公约和协议〖5〗。
2.1国际动物保护公约及协议
2.1.1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CITES）.

1973年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又称华盛顿公约，我国于1980年正式加入。CITES设立目的主要在于建立野生物种输入、输出国之间合作管理，以确实防止公约指定名录内物种的非法国际贸易行为。公约条文共25条，对于全世界濒危渐危物种贸易管制的原则，各会员国应采取的措施，会员国大会、国内立法的配合，公约的签署、修订、入会、争端解决等都有详细规定。
2.1.2国际重要湿地公约（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又称Ramsar Convention）.

1971年于伊朗拉姆萨尔签约，故又称拉姆萨尔公约。公约重点是重视特殊水鸟，加强湿地的保育及适当利用。该公约共有12条条文，对于重要湿地名单的制定、管理计划的研究与执行、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设定、国际合作、会员大会的召开、会议代表的组成等均有明文规定。
2.1.3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d Culture and Natual Heritage）.

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支持下于法国巴黎签署，该公约共38条，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世界主要遗产名册内的自然及文化地区。凡人类文化遗产、特殊生物群系、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都有资格被列入名册保护。
2.1.4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1992年于巴西正式缔约。公约共有42条，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永续使用、监测、域内保育、域外保育、遗产资格的取得生物技术的处理及其收益分配、缔约国会议、争端解决、签署、加入、退出等均有详细规定。
2.2区域性公约

即欧共体自然栖地及野生动植物保育公约（Directive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Habitats and of the Wild Fauna and Flora）.1992年5月21日由欧洲共同体（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于比利时布鲁塞尔（Brussels）完成研定。规定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应保育其辖内之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及天然栖地，以维持生物多样性。在详细的附表中，他们已列出必须特别保育的自然栖地类型168个，必须特别保育之动植物632种，并规定各会员国应该设立特别保育区（special areas of conservation）。例如：（1）欧洲野生物及自然栖地保育公约（Conven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uropean Wildlife and Natural Habitats）。1979年签约于伯恩（Bern）。（2）西半球自然及野生物保育公约（Convention on Nature Protection and Wildlife Preserv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1940年签约于华盛顿。（3）非洲自然及自然资源保育公约（African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1968年签约于阿尔及亚。（4）东南亚国协自然及自然资源保育协议（ASEAN Agreement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1985年签约于吉隆坡。（5）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植物保护协议（Plant Protection Agreement for the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1956年签约于意大利罗马。（6）东非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协议（Protocol Concerning Protected Areas and Wild Fauna and Flora in the Eastern African Region）。1985年签约于内罗毕。（7）加勒比海地区保护区及野生物协议（Protocol Concerning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 and Wildlife in the Wider Caribbean Region）。1990年签约于金斯特（Kingston）。（8）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the South Pacific Region）。1986年签约于诺米亚（Noumea）。
3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及相应对策
3.1正确对待国际社会的意见和批评
我国中医药记载和曾经使用过被视为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旗舰物种如犀牛角和虎骨等，招致了不同层次、不同来源的各种批评，乃至抨击。诚然，在这众多的批评中，有不少是由于缺乏对我国传统医药的正确理解，缺乏基本知识以及错误翻译所致；然而，对国际社会的批评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是恶意中伤。原因是中医药界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特别是野生动植物保护主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未能有效地宣传自己；为此，在1997年召开的CITES成员国第10次会议上首次讨论传统医药问题时，我国政府介绍了中医药文化在保护药用动植物和代用品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使得本次会议通过了传统药的决议，对传统药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医药文化和价值给予积极的肯定，并增加了肯定人工培植和人工繁殖作用的内容，体现了只有相互沟通才能理解。因此，对于中医药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关系，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加入和遵守CITES公约，我们现有的12000多种中草药中，有80％以上系以植物原产为基础制作而成，并且常用的种类均有栽培品种，仅有一小部分中成药含有动物药成分。在利用及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已成为我国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的动力之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已成为中医药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2客观评价珍稀濒危中药材的疗效
由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局限以及目前条件的限制，部分珍稀濒危中药材缺乏必要的科学研究，对前人记载的功效不能进行客观评价。因此，我们应通过科学研究正确区分哪些是传统中医药中的精华，哪些是却有疗效，应当加以坚持开发；哪些因受眼前利益驱动，或悖谬误传，将会对未来的用药基础构成威胁。只有搞清这些问题，才能切实遵循“保护为先，利用为后”或“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6〗，才能为濒危物种替代物的研究提供客观标准。
3.3.加强科研，为保护立法和强化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珍稀濒危重要资源的保护立法，健全相关的法制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急待开展以下的科研工作：

（1）本底资料的调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的调查濒危中药材底种类、数量，分析种群区系的分布特点（包括广布种和濒危种），绘制地理分布图，了解当前保护现状等，这是一项巨大而重要的工程，是基础研究，是濒危程度评价的前提。
（2）珍稀濒危程度的量化标准。中药材珍稀濒危程度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而且必须是实用性强的评价标准，目前国内对此研究尚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标准化问题。评价标准除充分考虑动植物分类学特点外，还应考虑药用价值对物种、族群的影响，应从分布特点、野生资源量、栽培情况、保护现状、开发利用、药典收载等方面细化量化标准。评价时需特别注意影响因素间的权重系数、交互作用。据此标准划分濒危程度，确定保护等级，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及奖惩办法等。

（3）中药材致濒原因的研究。要对濒危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进行有效保护，必须查明中药材致濒因子，这有赖于基础研究的加强。如查明濒危物种的种群动态、繁育系统、极端环境压力下的抗逆性、人为干扰对物种的影响等，从而可以揭示濒危中药材生活史薄弱环节，区分致濒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原因，为物种保育、人工栽培或驯养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7〗：银杉遗传变异水平低，族群间又强烈分化，势必造成族群内严重近交，产生近交衰退等一系列后果，最终导致银杉的进一步濒危。因此对银杉保护应采取特殊策略，即应该保护较多族群，对于特定等位基因的单株和亚族也应予以保护。而鹅掌楸族群遗传多样性不比广布品种的低，其濒危过程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渐变过程，是内部和外部不良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之造成中药材濒危原因十分复杂，有内因、外因，也有内、外因综合作用，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以偏概全。对保护物种需找出致濒因子，才能实施有效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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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药资源保护利用战略的思考

赵润怀 周莹 魏宗玉  （中国药材公司            北京  100062）

      贾谦 陈珩 吴运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根据21世纪中药产业和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中药资源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规划，是当前的一项战略任务。正确认识和评价中药资源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来确定发展目标和措施，是科学制定规划的基础。因此，对有关中药资源的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必须进行广泛地讨论并取得思想上的统一。
1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中药资源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十分丰富，是中药产业的物质基础。中国人口多达12亿，是世界人口的1/5，应当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但实际上目前还不是。我国人均占有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不足，必须树立“资源有限、利用有度”的现代科学新观念。
根据80年代开展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国有12800多种药用资源，在全世界上可谓名列前茅。其中民间草药最多，有7000多种，约占资源种类总数的60％，具有潜在的开发研究价值。但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民间草药还只是处于比较原始的经验积累阶段。
民族药有4000多种，约占资源种类的30％。具有传统医药学理论基础、可供直接利用的约占1/10，即400种左右。其中尚有100种左右与中药交叉（重复）使用。
中药材1200种，占10％左右，是指进入商品流通的药材品种的总数。商品经营必备目录为600种（包括不同品别和炮制加工品）。由于南北方的用药习惯不同，普通药店（房）的经营品种约为300～400种。处方常用品种约200种。按照来源分类，植物药材占85％以上，动物药材占10％左右，矿物药材约占5％。常用中药材是当前中医处方和生产各类成药的主体。
2资源急剧减少已成为中药产业发展中最为严重的问题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经济水平的飞速发展，医疗保健用药量也在大幅度上升，长期以来对野生药材资源的过度采猎已经成为中药资源严重下降甚至濒临枯竭的重要原因。由于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加，中药资源的供求矛盾会愈加突出。中药资源能否实现可持续利用，有可能成为21世纪决定中医药生存与发展的瓶颈。
如果说中国在50～60年代的缺医少药是社会经济落后以及对药材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利用不够，那么60～70年代在全国进行的大规模药材资源普查和发展药材栽培饲养业，则是我们对丰富的药材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提高到了比较高的水平。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药不仅为国内人民服务，而且逐步扩大了向国际市场的出口。但80年代初的中药材紧缺品种曾达到了140种之多。虽然大部分是生产收购工作问题，经过放开搞活和广开生产门路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其中也有数是种珍稀濒危动植物药材成为市场供应的最大难题。为此国家积极采取措施，研究人工栽培饲养寻找代用品和进行人工合成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90年代，出口中药材的种类和数量则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国际市场比较热门的药用植物提取物如甘草膏麻黄草紫杉醇等的大量出口，造成了对野生药材资源的新的更大的破坏。中药资源的急剧下降，已经引起了国际国内社会的共同关注。面对21世纪的中药产业，能否实现中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是中药产业能否真正发展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的关键，特别是如何对濒危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将成为对中医药的严峻考验。
3 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目前常用中药材的生产供应来看，已经有300多种常用药材开始进行人工栽培和养殖生产，其中有200多种大宗药材已经具有大量生产和基本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这是保护野生中药材资源的重要途径。
目前，少数濒危动植物药材的供应紧缺对中医药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天麻的野生变家种、冬虫夏草菌的人工发酵、麝香的人工养殖和人工合成、虎骨与犀角代用品的发现和推广应用，充分说明了栽培与饲养、人工合成、寻找同疗效品种以及运用高新技术提高繁殖率和进行半工业化生产等，是保护资源和合理利用十分有效的途径和措施。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大力支持和发展。
4重视关键问题的解决
开展濒危珍稀中药资源的系统调查研究和保护管理现状的考察评价，编制保护名录和数据库，制定中药资源保护利用规划，通过广泛宣传保护知识和重点种类的保护技术示范，促进中药资源持续利用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统一，保障人民医疗保健用药需要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统一，实现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是21世纪中药资源保护利用的主要战略目标。
确保实现中药资源保护利用战略目标，必须抓住当前比较突出的关键问题，采取相适应的措施，包括法律措施、行政措施、技术措施和经济措施的配套实施，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1）针对濒危资源底数不清和最新发展变化，系统调查濒危中药资源现状濒危原因与发展趋势，编制濒危珍稀中药资源保护名录，为制定国家保护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2）考察评价《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实事情况，提出修订意见，为依法保护管理中药资源提供依据。在修订过程中，对执法主体、保护对象、保护措施、配套措施（包括实行专营许可证制度和市场管理等）做出明确规定，依法保护，综合治理，以适应市场全球化的新形势。
（3） 研究重点濒危物种的保护与生产技术，通过科技攻关解决技术难题，并加强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运用就地保护、引种繁育、人工栽培等经典保护技术，促进资源保护、栽培饲养和野生抚育管理的全面发展。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联合开展研究和技术创新，谁投资谁受益。
（4）考察评价各类自然保护区、植物园保护中药种质资源（遗传资源）的成果和经验，并运用生物技术手段，通过基因工程方式保存和扩大濒危物种的繁殖，如人工合成、寻找代用品、基因重组改良、快速繁殖技术等。特别是建立健全国家药用资源种质基因库，加强种质资源的保护，也是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
（5）广泛宣传保护知识，提高全民资源保护意识。从国家和中医药长远利益出发，客观公正地考察评价中药资源保护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促进中医药界同自然保护界的互相了解和理解，并争取支持与合作。
（6）编写“21世纪中药资源保护利用战略研究”文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一方面宣传中药资源保护
利用成就，另一方面促进中医药界与自然保护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药产业的长远稳定健康发展。
5 确定中药资源保护种类的标准和措施
（1）按照国际濒危物种评价标准，分为濒危、渐危和稀有三类，列入保护名录的级别也分为Ⅰ、Ⅱ、Ⅲ级。不论国际或是国内，列入保护名录的动植物种的贸易，都将受一定的严格限制或管制。
1987年公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共收录了一、二、三级药用动植物共43种药材、76种动植物，约占1200种经营药材的6％，占常用600种的13％。其中，虎骨、豹骨已经禁止使用。
列入《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的药用植物主要有30种（类）：白芨、沉香、大戟、甘松、狗脊、尼泊尔绿绒蒿、紫杉、云南红豆杉、胡黄连、芦荟、买麻腾、毛茛、芳香蓟花木、蛇根木（萝芙木）、神圣愈疮木、药用愈疮木、木香、独蒜兰、云南独蒜兰（冰球子）、杜鹃兰（毛慈姑）、山莨菪（樟柳）、石斛属、手参（佛手参）、三角薯蓣、桃儿七（鬼臼草）、天麻、西洋参、仙人掌、青天麻、猪笼草。
列入《国家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保护名录的药用植物主要有20种：北沙参、土沉香、冬虫夏草、崖白菜、地枫皮、香榧、厚朴、黄柏、降香、姜、金荞麦、金铁锁、苏铁蕨、水蕨、扇蕨、莲、拟豆蔻、云南红豆蔻、三尖杉、砂仁。
属于中国的珍贵树种的有：杜仲、桂、见血封喉、篦子三尖杉、银杏等5种。
重要的药用濒危野生动物：珊瑚、海马、龟、玳瑁、蛤蚧、蛇、穿山甲、灵猫、虎、豹、象、犀、麝、羚羊等10多种。
对以上保护种类，中药科研教育单位和生产经营企业必须高度关注，采取相应研究保护和开发措施。
（2）调查濒危药用物种的重点是常用中药材，因为它使用历史长、范围广、数量多、影响大。其次是民族药和进入商品流通的药材。新药原料药和提取物等出口药材的增长幅度最大，对野生资源具有更大的潜在危险，已经成为新的关注焦点。民间草药用量小，很少进入商品流通，因而目前可以不作重点调查。
（3）濒危物种调查的内容，一方面是资源现状，包括种类、分布范围、资源数量、濒危原因、发展趋势、应当采取的主要措施等项，可列表进行调查统计。另一方面是应用现状，包括主要用途、应用的配方或制剂（含提取物、半成品）名称、年使用量、国内销量、出口国、年出口量及金额、企业原料采购渠道（含进口）拟采取的措施。
（4）经验总结：包括宏观方面的国家或地区性保护政策、法规建设、保护机构、保护技术、保护措施等；也包括微观方面的保护某一濒危动（植）物的具体做法或配套措施。再如企业建立濒危物种繁殖基地或开展科技攻关（如人工合成、寻找代用品、生物工程技术、快速繁殖技术等）的做法与探讨；打击非法贸易的执法案例分析等，都将对制定保护战略和指导今后的世纪保护利用 工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6 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大力支持，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
（1）对国内保护知识的普及教育和舆论宣传，包括从大学到中学、小学的资源保护意识的增强，需要做大量的基础工作。不抓思想观念的转变，保护措施就无法推行和落实。
（2）广泛开展濒危物种保护政策法规的国际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资源保护的立法和提高执法力度。
（3）开展濒危物种保护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推广应用先进的保护技术，提高保护效果。
（4）开展联合投资、联合生产经营，通过栽培饲养方式来为国际市场提供优质商品，使保护与利用取得双赢的效果。开展跨国家、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经营，吸引国际投资进入栽培饲养业和资源保护领域，实现全社会保护药用生物多样性的联合行动。

发表于：中国中药杂志，2005，30（）：

对药用植物濒危与保护等级划分标准的探讨

崔光红，黄璐琦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导致地球上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自然栖息地遭到破坏，加上环境污染和人类对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等因素，使得大量物种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甚至灭绝。药用动植物作为中药产业的原料，更是令人担忧。为此，90年代以来，国际保护组织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有效的保护药用动植物资源是关系到中医药学能否持续发展的前提，而保护濒危物种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涉及多部门、多地区以及政策立法、管理体制、经济贸易等问题，科学研究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本文从物种濒危及保护等级划分的现状出发，对药用植物划分标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针对药用植物资源的特点，探讨划分时的相关标准。

1 药用植物濒危与保护等级划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对物种濒危状况的评定方法是由定性向定量逐渐发展的。最早的评价可追溯到1942年和1945年美国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分别出版的绝灭与濒于绝灭的旧大陆与新大陆哺乳动物两本书[1]。196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出版了一系列濒危物种的红皮书和红色名录，其中濒危物种的等级标准得到了国际的广泛承认[2]，随后被IUCN组织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地区广泛应用[3]，出版了一系列国家、地区的红皮书和保护植物名录[4-5]。从总体上看，各国的濒危评价标准差异较大，表现在等级体系的混乱和标准不统一，而且评价标准多采用概念性的定性描述，缺乏数量化的指标，具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和主观性，在应用时难以掌握[6]。1994年IUCN组织制定并通过了《国际濒危物种等级新标准》[7]，此标准突出强调了评价指标的数量化和具体化。随后又进行了多次修改[8]，旨在建立简单而被广泛接受的全球受威胁物种的分级标准体系，为按照物种的绝灭危险程度进行最广范围物种的等级划分提供了明晰而客观的框架。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该体系的受威胁的等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其标准却并没有考虑每个物种的生活史。因此，某些物种的绝灭威胁可能被低估或高估。
保护等级即植物的优先保护次序的划分则以植物受威胁的情况为基础，同时兼顾人类对于物种保护的目标。例如，应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9]所确定的应予优先保护的植物的图解公式可以解决单型科属的优先保护，达到了保存生物学和遗传多样性的目标。而我国则将重点保护的物种主要从科学和经济意义上划分为三个保护级别。在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尝试用数量评价分级的方法对受危胁植物的濒危和保护等级进行划分[10-14]。如以“濒危系数”确定植物的受威胁程度，以“急切保护值”确定植物须急切保护的序列[10-13]，以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濒危度与保护等级等[14]。而由于国家、地区情况不同，物种保护目的不完全相同，因此，“急切保护值”的评价指标也不一致。目前物种保护等级的评价方法正处于不断探索阶段[15-20]，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 

药用植物一直没有特定的濒危和保护等级划分标准。《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和《中国植物红皮书》中均将收载的药用植物分为濒危种、渐危种和稀有种三类[4-5]。在国务院颁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将保护等级分为三级。一级：濒临绝灭状态的稀有珍贵野生药材物种；二级：分布区域缩小、资源处于衰竭状态的重要野生药材物种；三级：资源严重减少和主要常用野生药材物种。为此，关于药用植物等级划分标准有学者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6.21-24]，如王年鹤，袁昌齐等从药用价值、分类学意义、野生资源量、野生资源减少速率、栽培状况、保护现状以及综合性开发等方面提出了初步量化的评价标准[21]，贾敏如也提出了药用植物濒危程度的评价标注和需要保护的品种[24]，但药用植物濒危及保护等级划分标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体系，在认识方面还存在许多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濒危等级与保护等级的关系

濒危等级是对现有环境下一个物种绝灭的危险性的评估，评估绝灭危险性的目的是对分类单元绝灭的可能性做出定量的估计。而保护等级划分是评估保护行动优先权的问题。因此，评估绝灭危险和确定保护行动优先权是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过程。绝灭危险的评估（如IUCN红色名录濒危等级的分配）一般在优先权确定之前，而评估保护行动优先权除了经常考虑绝灭危险，另一方面也涉及到其他许多相关的因素，例如经费开支、开展保护行动的人员、受威胁物种保护的法律框架或一些物种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生态的、系统发生的、历史的及文化的优先考虑。
1.2 地区性濒危与全球性濒危的关系

在地区或国家水平上使用濒危等级划分时，必须认识到对于一个特定的分类单元，其全球性的受威胁等级不一定与其地区或国家的等级一致。如莲的问题，莲在印度被列为濒危物种，而在我国则分布很广不会被列为濒危植物[25]。这里存在一个地理尺度的问题，在全球被定为无危的一个分类单元，在某个特定区域，由于其数量很少或正在衰退，或许仅仅因为它们处于全球分布区的边缘，而可能被划为极危。反之，根据数量和分布区存在全球性衰退的资料被划分到易危的分类单元，可能因其在特定地区种群数稳定而被定为无危。因此，地区或国家特有的分类单元在任何地区或国家的标准应用上，都需要进行全球评估，避免出现认识的误区。

1.3 野生与栽培的关系

由于药用植物有较为悠久的栽培历史，加之国家已经重视了中药材栽培基地的建设，因此，在有大面积栽培的同时，强调濒危植物的保护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这里存在一个对濒危物种的概念的认识问题，在IUCN红色名录中，明确提出物种濒危等级标准只适用于在自然范围以内的野生种群和由良性引种而产生的种群。因此，在药用植物濒危及保护等级的划分时，应该只以野生种群的数据为依据，不能因为该物种有大量的栽培种群而降低其濒危和保护的等级。相反，有大量栽培面积的物种，其野生资源的保护应该更有优先权。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1） 从种质方面考虑，栽培种群不具备野生种群所蕴涵的诸多优良特性。对于保护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已有颇多的论述，在此不便赘述。仅举野生稻为例说明，普通野生稻是栽培稻的始祖，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特性，蕴藏着高产优质、耐寒抗旱、抗病虫害等基因。野生稻的优异基因是栽培稻所没有或罕见的，1973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凭借在海南发现的普通野生稻，成功培育出举世瞩目的三系杂交水稻品种，使我国水稻生产有了重大突破，为解决我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2000年，袁隆平等与美国的科学家合作，通过分子技术从普通野生稻中发现两个增产基因，可比现在的高产杂交稻增产36％，再次印证了野生稻在杂交稻研究中的宝贵价值。可以说，没有野生稻资源，培育优良栽培稻品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栽培种群并不能全面有效的缓解野生资源的压力。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中药材作为自然资本，当其发出经济上稀缺的信号时，价格会起一种协调机制而推动科技进步或被人造资本替代。在现阶段，有大量资金投入到中药替代品的研究或栽培基地的建设，这的确是缓解野生资源压力很有效的措施。从很多濒危药用植物在不同时期出现货滥价滑的情况看，大有供过于求的趋势。而这主要是市场因素的原因，因为人们长期栽种某些药材形成了相当的栽种面积，而又没有根据市场变化规律合理组织生产所致。这种假象常常使相当多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这些商品的野生资源无需给予更多的关注了。而真实的情况是在这些商品价跌物贱时，它们的野生资源由于无需任何投资而多处于被采尽挖绝乃至于灭绝的境地。造成野生资源压力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文化及社会的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众所周知，由于人们对“天然”的极大热情而引发了片面强调野生的局面，加之市场方面予以“配合”所造成的高价，对中药野生资源产生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人参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栽培人参与野山参价格的天壤之别极好的说明了在中药材特别是名贵药材的保护上，栽培品的多少有时并不能减轻野生资源的压力。

2 药用植物濒危与保护等级划分标准的探讨

2.1 药用植物濒危等级划分标准的探讨

作为IUCN组织的成员国，应主动运用IUCN物种的红色名录等级和标准进行物种濒危等级的评定。在药用植物的濒危等级划分时，需要突出强调的是评价对象必须是野生资源，而不应将栽培种群包括在内。药用植物，特别是名贵药材，其灭绝是建立在人们对它的直接利用之上的，因此，对于药用植物的濒危评价不仅应严格按照IUCN国际标准，甚至可以探讨更为严格的数量化指标，以客观准确的反映灭绝的危险程度，为制定正确的保护措施提供有力的依据。

药用植物的濒危等级应该按照IUCN红色名录标准划分为9个等级：绝灭 Extinct（EX）、野外绝灭 Extinct in the Wild（EW）、极危 Critically Endangered（CR）、濒危 Endangered（EN）、易危 Vulnerable（VU）、近危 Near Threatened（NT）、无危 Least Concern（LC） 、数据缺乏 Data Deficient（DD）和未予评估 Not Evaluated（NE）。各个等级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依据种群、分布区、占有面积、成熟个体数以及定量分析等5个方面的详细数量指标而定。IUCN实行多条标准同时评估的原则，虽然每个物种都经过所有标准的评估，但只要符合任何一条标准即应予以列入。对于中药材来说，历年的药材供销情况是比较容易得到的数据，因此，详细调查药材的供销情况，同时辅以分布区、分布面积和种群生存力分析等多项指标，将有望对我国中药材的濒危情况有一个大致的划分，为中药资源的保护提供有力的证据。

2.2药用植物保护等级划分标准的探讨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表明：发展中国家有80％的人靠传统药物治疗疾病，发达国家有40％以上的药物源于自然资源，中国有记载的药用植物达5000多种。在数以千计的药用植物中，由于财力和人力的不足，只能优先保护那些最受威胁、利用价值和遗传价值较高的种类。因此，如何准确划分药用植物的优先保护等级就成为药用植物保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药用植物保护等级划分涉及到药用植物的药效、生物学等诸多方面的要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吸取复杂性科学和系统工程的观点、理论和方法，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保护等级的划分。为保证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在此仅对评价方法中的各项指标选择进行探讨。

2.2.1药用植物的经济价值是其主要的定量指标

药用植物的第一特性是其显而易见的作为药用的经济价值，作为自然资源直接参与生产，没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即使是稀有濒危种类，也不能纳入药用植物这一范畴。因此，药用植物经济价值的大小是定量评价中的重点。而作为一种资源，必须弄清楚了它的价值内涵后，才有可能对他们进行量化。药用植物总的经济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使用价值又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直接使用价值是药用植物直接作为药物、饲（食）用和其它工业生产资料的价值，该部分价值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能得到体现。间接使用价值则是药用植物作为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如进行营养循环、改善小气候等。选择价值则是未来药用植物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由于这一价值要通过当代人的选择做出决定，所以把这一价值称为选择价值，它和人们的支付意愿和对风险的态度有关。而非使用价值则是药用植物的内在属性价值，它和人们是否使用没有关系。目前，被普遍接受的非使用价值是存在价值，也就是由于药用植物和环境等的存在而表现的人们支付的意愿。这些价值构成了药用植物的可以量化的总价值。对于使用价值的大小可以采用直接市场评价法，选择价值采用支付意愿法或机会成本法，存在价值采用支付意愿法进行评价。目前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经济评价有较多的方法[26]，但如何直接应用到药用植物的价值中，尚需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索与实践，但其直接使用价值则是可以通过市场评价法直接进行评价的，该部分价值的评估将是药用植物优先保护的重要定量指标。

2.2.2药用植物的生物学和药效学要素是其主要的定性指标

定性评价指标将综合考察影响药用植物保护等级的相关非定量因素，用以对定量评价结果进行修正。药用植物的定性指标可以从生物学和药效学两方面进行分析。生物学指标以一般物种保护等级划分的指标为基础，包括分类学与生态学两方面的要素。分类学中需要重点考虑药用植物的特有种、单（寡）型分类群以及古老残遗种等问题。特有种是地区和国家的特殊资源，特有程度越高，潜在遗传价值就越大，对其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单（寡）型分类群是指那些单（寡）型的科、属，它们仅具极少的物种，很多特有种往往就属于这种类型，如银杏、杜仲就是该科、属中仅有的一个种，属于在进化系统中脆弱环节或是生态上的脆弱种，它们的流失在遗传多样性上的损失比那些多型分类群的一个物种的损失要大得多，使进化系统中出现新的空白，也使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受到较大的影响。古老残遗物种则是指某物种的发生年代及在地质变迁中的保存状况，它主要考虑了植物种的进化历史及其对植物系统发育、植物遗传和植物地理研究的科学意义。药用植物生态学指标的确定主要从药用植物分布范围、生境地以及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方面考虑。有学者指出稀有、濒危和灭绝的生物是因为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存在某种脆弱的特殊环节，如主要是繁殖系统的缺陷或基因漂变和某些物种的生物－生态学特性的特化而依赖于单一或特殊的环境、生境。这样，近代急剧变化的环境和特殊生境的消失，使它们来不及产生新的变异去适应而加速其灭绝。因此，对于生长在脆弱生态生境中的药用植物应予以特别的重视。同时作为建群种、关键种的种类也应给予重视，由于关键种在生态系统中具有深远的生态影响，它们的存在与否有时会影响到一个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药用植物的药效学指标包括它在复方中的地位、特殊的药理药效、药材的道地性等因素。中药按照中医理论组方用药，复方是其精髓，最能体现中医用药特色。中药复方的临床应用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中药方剂大辞典》记载的中药复方超过10万余首，据有关统计，到1999年中药复方研究涉及的方剂就达700个之多，同时复方中还存在“君臣佐使”等配伍关系，因此，按照复方应用的频率以及治疗疾病的种类（包括特殊的药理药效）进行等级评分对于发挥复方治病的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道地药材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为中医药中一项独具特色的综合判别标准，有其一定的科学内涵。同时，它又是一个涉及生态、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要素的概念，因此，道地药材的优先保护亦是药用植物保护中的一大特色。

由此可见，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是划分药用植物保护等级的有效途径，但具体指标的确定以及相对应的权重系数则有待于进一步研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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